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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与县域高中发展

郭小琳　黄子彬　杨　宇　张子哲　赵　楠*

内容提要　县域高中发展困境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教育领域的直接体现。

本文利用全国县级教育财政微观行政数据，借助 Bartik 形式的政策冲击变量，使

用户籍政策放宽的外生冲击，考察人口流动对于县域高中发展的影响。我们发

现，潜在人口流入地的户籍放宽减少了流出地县中经费支出和收入。机制检验

表明，劳动力区域间再配置与地方财政收支变化是县中经费收支变化的重要原

因。进一步分析发现，县中经费收支变化也导致了师资和生源流失，师生流失一

方面是潜在人口流入地户籍放宽促进人口流动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财政

差距拉大导致教育质量相对下降的后果。本文表明，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应适当

保护人口流出地教育机会，更好地推动教育公平，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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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富民之道，教育为要。普通高中教育水平是衡量地方基础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

标尺，对于提升地区人力资本质量、缩小城乡和区域教育发展差距、推进教育强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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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具有关键支撑作用。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县域普通

高中（以下简称“县中”）的在校生规模和学校数量占全国普通高中总数近半①。然而，

近几年来，县中发展困境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县中办学条件差、优质生源和

师资持续流失的问题屡见于报端和公众视野。县中问题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县域作

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支撑，而县域高中实际发挥着城乡

教育发展和社会代际流动的枢纽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县域高中数量和在校生规模

庞大，县中发展水平不仅直接影响县域基础教育生态，还对区域间教育资源公平配

置，甚至县域未来的稳定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全国《县中计划》项目监

测”课题组，2023）。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

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全面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振兴

县中教育成为国家和社会高度重视的议题。

县中发展与城镇化存在密切关联。在新型城镇化推进的背景下，人口流动的目

的地由初期的“乡镇”和“县城”转向城市中心的市辖区（洪银兴和陈雯，2023）。在这

一过程中，城市内部的中心城区因行政或区位优势，对所辖县域的人口、资源和产业

产生很强的吸引力，造成县域人口的长期外流。而在“以县为主”的经费体制下，县域

教育资源也容易被中心城区吸附而走向衰落（陈先哲和曾晓，2023）。我们根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相对数量将全国所有地级市分

为人口净流入和净流出两类，而后进一步区分每类地区内的市辖区和县，2007-2015
年流出地县域与流入地县域在普通高中教育财政上的相对变动情况见图 1。由图 1
可见，无论是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还是总支出，流出地县中的教育财政水平与流入地

的差距不断拉大，其中流出地县域与流入地市辖区的分化差距最大。可见，人口流动

与区域间教育收入具有明显关联，人口流出地县域高中与人口流入地市辖区高中的

财政差距随着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在不断扩大。在以城市扩容为主的城镇化过程中，

人口除了会向市辖区集中外，也会在区域间形成由小城市向大城市、由欠发达地区向

发达地区流动的基本趋势。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带来的落户政策放宽实

际上加速了劳动力向大城市的流动（程郁等，2022；蔡昉，2023）。短期内，在人口集中

流入地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夏怡然和陆铭，2015），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并

非完全有意愿或能力迁移到大城市。在“以县为主”的教育经费体制下，城镇化进程

①　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2022）》，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共有普通高中 1.46 万所，在校生 2605.03 万人；

县、县级市举办的普通高中 0.72 万所，在校生 1307.84 万人。



世界经济 *　2025 年第 6 期　· 222 ·

人口流动与县域高中发展

很可能造成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县域的人口流失和税收下降，使得县域教育系

统面临财源流失和支出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导致未迁移人口承受了人口流动的负外

部性影响。

图1　2007-2015年人口净流出地县域与净流入地县域普通高中教育财政差距

说明：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数据库”，纵轴是 2010 年不变价。

本文以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制度性因素——户籍政策放宽作为外生冲击，从县

域教育财政的视角出发，定量分析了城镇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增加对欠发达地区县

域高中教育发展状况的影响。我们首先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单期人口流动理论模型，

将户籍政策对县域间人口流动的影响和教育财政状况变化纳入模型当中。基于该理

论模型，本文推导出经验分析时使用的估计方程。参考 Borusyak et al.（2022）的研究，

我们利用落户政策的年度变化构建了 Bartik 形式的政策冲击变量①，表示一个地区受

到的（除本地外）其他地区落户政策变化冲击带来的人口外流影响。其中，Bartik 变量

的偏移（shift）部分为不同年份间人口流入地的落户政策变化。对于份额（share）部

分，本文使用的权重为在基期（2000 年）人口流出地前往各人口流入地的人口迁移数

量占流出地总户籍人口的比重。我们利用构建的 Bartik 变量表达县域面临的人口外

①　Bartik 变量最早由 Bartik （1991） 提出，基本形式由偏移和份额两部分构成，基本思想是利用地区初始

的产业结构（份额）来预测该地区由于全国性冲击（偏移）而可能产生的变化。Borusyak et al.（2022）证明了 Bartik
形式的偏移-份额变量的偏移部分若外生，则偏移-份额形成的 Bartik 形式变量也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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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冲击，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县域高中教育财政、师资和生源三方面的影响。

使用全国县级教育财政行政数据，本文发现，流入地户籍政策每放松一个标准差，

将导致流出地普通高中的生均财政支出显著下降 0.66%，并且这一下降主要是由四五

线城市①县中的生均财政支出下降带来的。具体而言，流入地户籍政策放宽一个标准

差，将导致四五线城市县域普通高中的生均财政支出显著下降 1.22%，而一二三线城市

的县域普通高中并不会受到较大影响。通过进一步细分财政收入和支出项目发现，生

均支出的下降主要体现在学校运转经费支出的下降上，其重要原因是学校经费的收入

减少，而不是经费使用效率提高。流入地的落户政策放松，将导致流出地劳动年龄人口

流出增加，本地经常性财政收入降低，政府给予县域高中的生均财政拨款也显著下降。

我们进一步利用 2000 至 2015 年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发现，流入地的户籍政策

放宽，也将导致县域高中高学历教师和生源的流失。一般而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首

先可能让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和县域中学的教师和学生外流，而人口的外流将

导致流出地的财政能力减弱。在“以县为主”的教育经费体制下，县域高中缺乏稳定

的财政支持，经费支出乏力，教学质量下降，促使更多教师、学生及学生家长外流，最

终导致县域高中深陷发展困境。本文结果表明，流入地的户籍政策放宽使得流出地

县域普通高中收支减少，拉大了与人口流入地特别是市辖区高中的差距。因此，在户

籍制度改革深化的过程中，政府应当适当注重对欠发达地区县域高中给予财政经费

上的支持，保障留在人口流出地县中学生的受教育机会和质量。

从宏观上看，户籍制度的改革尤其是落户门槛的放开为人口流入地提供了更多

劳动力资源和高素质人才，有助于提升全国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对长期经济发展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Tombe and Zhu，2019；吴贾和张俊森，2020；Huang and Zhang，

2023）。与此同时，相关入学升学政策的优化也为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提供了更多在

流入地接受更高质量教育的可能性，为家庭迁移提供了更大的长期收益（陈媛媛等，

2024）。对流出地来说，人口外流有助于释放部分资源压力，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契

机。在明确人口流动和户籍政策放宽积极意义的基础之上，本文的结果强调在这一

过程中流出地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可能面临短期的过渡性挑战。人口流动和空间再配

置并非一蹴而就，在户籍制度改革深化的过程中，县域教育财政和留在人口流出地县

①　参照张吉鹏和卢冲（2019）的城市级别的划分标准，按 2015 年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将城市划分为 500 万人

以上城市（一线）、300~500 万人城市（二线）、100~300 万人城市（三线）、50~100 万人城市（四线）、50 万人以下城

市和建制镇（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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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的受教育机会和质量应当得到保障。这不仅有助于在短期内平衡区域间教育

资源的配置差距，从长期视角看，可确保流出地能够通过教育发展实现持续的经济转

型与社会进步，从而最终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整体协同发展。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量化分析了县中困境成

因。当前，县域高中发展问题引发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热议，尽管部分社会学、教育

学学者关注到城镇化进程对于县域教育发展的潜在影响，但是已有研究尚未给出明

确的因果分析证据（陈先哲和曾晓，2023；林小英，2023；杨华和雷望红，2023）。本文

通过构建 Bartik 形式的政策冲击，利用县级层面的教育财政数据，考察了户籍制度改

革对于县域高中发展的影响，为导致县中困境的一个潜在的重要成因提供了较为严

谨的因果推断证据，为未来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振兴县中和推进城镇化建设提

供重要的经验证据。第二，本文补充了人口流动对于教育影响的相关研究。已有研

究主要关注了流动儿童在流入地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机会（Chen and Feng，2013；Wang 
et al.，2017；Chen et al.，2019；吴贾和张俊森，2020；徐舒等，2023），留守儿童与父母分

离带来的学习成绩与心理健康影响等问题（Antman，2012；He et al.，2012；Zhang et al.，

2014；Huang et al.，2024）。但是目前尚未有研究量化分析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对

于流出地整体教育质量的影响。本文基于微观数据，发现人口流失将导致流出地财

政能力减弱，教育财政支出减少，从而拉大了人口流出地与人口流入地的教育质量差

距，可能造成教师与学生进一步流失。第三，拓展了户籍制度改革影响后果的相关研

究。现有文献讨论了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力流动（Tombe and Zhu，2019；Ma and 
Tang，2020；Tian，2022）、企业创新与效率（Wang et al.，2021）、家庭教育、消费、储蓄与

公共福利等方面的影响（Vendryes，2011；Wen et al.，2021；高跃光等，2021；Sieg et al.，

2023），但是尚无文献分析人口流入地的户籍制度改革对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户籍制度改革对县中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其机制和潜在后果，丰富

了人口流入地户籍制度改革对教育资源配置影响的研究。第四，拓展了教育不平等

问题的相关研究。以往学者主要考察了各种形式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例如高考录取

名额分配（Li et al.，2015；郑若玲，2001；Yang，2024）、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子女的教育

可得性等问题（李煜，2006；吴愈晓，2013；唐俊超，2015；Golley and Kong，2018；周子焜

等，2023），本文在教育资源空间不平等的视角下，补充了县域普通高中教育经费影响

因素和县中困境影响后果的相关研究。此外，在数据层面，以往研究更多的是采用全

国或省层面的总量指标来度量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水平（王善迈等，1998；乔宝云等，

2005；陈斌开等，2010），本文通过更细致的县级教育财政数据更加直接地考察了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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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改革对于县域高中发展的影响。

本文余下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简单理论模型；第三部分介绍本文使用的模

型、数据和变量；第四部分检验人口流动对于县域高中教育财政的影响；第五部分进

行机制探讨，并从生源和师资情况出发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进行进一步讨论；第六

部分总结全文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　简单理论模型

为考察人口流动对于县域高中发展的影响，本节构建了一个单期人口流动模型，

以刻画流入地落户政策放松对于流出地学校财政状况的影响，并获得经验分析需要

的回归方程。

标记 i 为个体，j 为个体户籍所在地（迁移流出地），r 为迁移流入地，R-j 为除 j 以外

所有的其他地区组成的集合。Ej 为 j 地区的高中教育经费，其受当地财政税收影响，

假设与当地常住人口数量正相关。人口规模的扩张可以提高教育生均财政经费的潜

在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教育收入受益于规模经济（Andrews et al.，2002；王伟同和魏

胜广，2016；张翕和陆铭，2022）。在人口更多的城市，分摊建设和维护学校固定成本

的家庭更多。其次，劳动力的集聚有助于提升当地人均产出，增加地方税收收入，进

而推动地方政府加大教育方面的财政收入（Combes and Gobillon，2015；Duranton and 
Puga，2020）。这种现象被称为财政的外部性效应，已有研究对于上述机制已进行了

较为充分的讨论。因此，我们将高中教育经费 Ej 写为：

log Ej = ψ0j + ψ1
-∑r∈R-j

migjr + Inmigj

popj
（1）

其中，ψ0j 表示 j 地区高中的基础财政能力。等式右侧第二项表示当地人口流入流

出对教育财政的影响。popj 表示 j 地区期初的户籍人口总数。migjr 表示从 j 地区向 r 地

区外迁的人口数量。通过加总 j 以外的所有可能的人口流入目的地，我们可以得到户

籍地 j 所有向外迁移流动人口的总量∑r∈R-j
migjr。而 Inmigj 则表示流入 j 地区的所有外

来人口总数。因此，（1）式等式右侧第二项给出了 j 地区的人口净流入比例。随着这

个地区的净流入人口增多，该地的教育财政能力能够获得提升。反之，人口数量的下

降将降低流出地的公共财政能力，从而降低教育经费收入。在经验分析部分，我们将

利用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与收入来衡量学校的财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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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 i 根据不同地区的落户难度、宜居度（包括工资、住房、气候及其他要素）以及

其他不可观测的偏好来做出自己的迁移决策。户籍所在地为 j，生活在 r 地区的个体 i

的效用函数可写作如下形式：

χr - ( )ḡ - gr( )hkr + ε*
ir （2）

其中，χr 表示生活在 r 地的宜居度。ḡ 表示跨地区迁移带来的效用损失。hkr 表示

在流入地 r 落户的户籍放开程度，越大代表落户越容易。给定 hkr，( )ḡ - gr( )hkr 衡量

向 r 地迁移的成本①，其中 g'r( )⋅ > 0，即流入地的户籍管制越放松，迁移成本越小。εir

表 示 不 可 观 测 的 个 体 地 域 偏 好 ，并 服 从 第 一 类 极 值 分 布（type-I extreme value 
distribution）。根据第一类极值分布的基本性质，在每个个体选择最优的迁移地 r ∈ R

时，我们可以推导出从地区 j 迁移到另一个地区 r 的人口占地区 j 户籍人口的比例

（Train，2009）：

migjr

popj
= exp ( )χr - ḡ + gr( )hkr∑r'∈R

exp ( )χr' - ḡ + gr'( )hkr'

= αj exp ( )χr - ḡ + gr( )hkr （3）

式（3）中的 αj exp ( )χr - ḡ + gr( )hkr 表示 Logit 模型中的迁移概率计算式的分母仅

是 j 层面的一个常数，故使用 αj 加以简化替代。相应地，可以利用以下式子得到 j 地区

的流入人口占地区 j 户籍人口的比例（此时 r 表示 j 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

Inmigj

popj
=

é

ë

ê

ê
êê
ê

ê ù

û

ú

ú
úú
ú

ú∑r∈R-j( )exp ( )χj - ḡ + gj( )hkj

∑r'∈R
exp ( )χr' - ḡ + gr'( )hkr'

popr popj

= é
ë

ù
û∑r∈R-j

α'r exp ( )χj - ḡ + gj( )hkj popj

（4）

其中，α'r 表示 r 层面的一个常数。这个常数与 r 地区总人口正相关，而与拥有 r 地

区户籍带来的总体效用水平负相关。在计算分子时，首先将 r 地区户籍人口向 j 地区

迁移的概率乘以 r 地区的总人口数，然后在 r 层面对 j 以外的所有地区进行加总，由此

得到 j 地区来自所有除 j 地区外其他地区流入的人口总数。随后，将式（3）和式（4）代

入教育经费计算式（1），重组变形后得到：

log Ej = ψ0j - ψ1∑r∈R-j
αj exp ( )χr - ḡ + gr( )hkr + ψ1

popj
∑r∈R-j

α'r exp ( )χj - ḡ + gj( )hkj （5）
在零点附近对式（5）中的指数函数做一阶泰勒近似，可以得到：

①　若 r = j，则不存在迁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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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Ej ≈ ψ0j - ψ1∑r∈R-j
αj( )χr - ḡ + gr( )hkr + ψ1

popj
∑r∈R-j

α'r( )χj - ḡ + gj( )hkj

= ( )ψ0j - ψ1∑r∈R-j
αj( )χr - ḡ + ψ1( )χj - ḡ ∑r∈R-j

α'r
popj

-  ψ1 αj∑r∈R-j
gr( )hkr  +  ψ1∑r∈R-j

α'r
popj

gj( )hkj

将每一项前的系数进行整合并用 φ 代替，可化简为：

log Ej = φ0j - φ1j∑r∈R-j
gr( )hkr + φ2j gj( )hkj （6）

根据式（6），给定其他条件一致，如果 hkr 较大而 hkj 较小（r 地区落户政策较 j 地区

更为宽松），则相对于流入人口，更多的人将会从 j 地流出，因此式（6）将流出地高中教

育财政状况与人口流动及背后的驱动因素——各地落户政策联系起来。后文的经验

分析将以该式为基础展开。

三　分析策略

（一）回归模型

下面我们在（6）式的基础上推导出用于经验分析的回归模型。在式（6）中，由于

代表 j 与 r 两地间的迁移成本 g ( )⋅ 的绝对值难以用数据直接测度，为便于进行回归分

析，我们将表达式（6）进行差分以得到所有变量的跨期变化量。对每一个样本年份 t，

做如下一阶差分得到：

log Ejt - log Ej，t-1 =
( )φ0jt - φ0j，t-1 - φ1j∑r∈R-j

[ ]gr( )hkrt - gr( )hkr，t-1 + φ2j[ ]gj( )hkjt - gj( )hkj，t-1
（7）

式（7）中 φ1j∑r∈R-j
[ ]gr( )hkrt - gr( )hkr，t-1 代表的是流入地 r 的落户政策变化导致 j 地

个体外迁至 r的成本发生变化，进而引起对 j人口外流和教育经费的影响。人口向流入地

集聚的过程受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例如流入地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等（理

论模型中的 χr）。本文的分析策略是利用一阶差分控制这些长期存在的影响因素①，进

①　为控制其他不可观测且随时间变化的就业市场冲击等影响因素，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进一步控制基于

流入地的加权平均 GDP 和人口数，即控制每一个流出地面对潜在移民目的地的平均劳动力市场冲击。对此感

兴趣的读者可访问《世界经济》网站（www.jweonline.cn）2025 年第 6 期在线期刊中本文的补充材料附录 A。后文

简称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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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利用一个 Bartik 形式的变量来构建相对外生的由流入地落户政策变动对人口流动

产生的整体冲击，以近似衡量[ ]gr( )hkrt - gr( )hkr，t-1 ，一阶差分的设定也与现有使用偏

移-份额（shift-share）设定的文献相一致（Autor et al.， 2013； Borusyak， 2022）。具体

而言，我们构建的 Bartik 变量为：( )hkrt - hkr，t-1 × migjr，2000
popj，2000

。其中，( )hkrt - hkr，t-1 为流入

地 r 在 t - 1 到 t 年间落户政策的变化，
migjr，2000
popj，2000

表示在基准年份（2000 年）来自户籍地 j

的人口中选择迁移去 r 地区的比例。二者的乘积表示 r 地区发生的落户政策变化对于

j 地区居民迁移决策的影响强度。例如，当北京放宽落户政策时，北京周边的河北省

户籍人口的迁移决策会受到较大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两个地区距离较近，另一方

面是因为北京市内已经形成规模庞大的河北移民网络（Card， 2009）。相比较而言，广

东 省 户 籍 人 口 受 到 的 影 响 就 比 较 小 。 我 们 用 Bartik 形 式 变 量 近 似 衡 量

[ ]gr( )hkrt - gr( )hkr，t-1 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 Bartik 型变量以加权平均的方式较好地衡

量了不同流入地改革对特定流出地的总体影响，即历史上经济和移民联系更紧密的

流出地的改革权重更大；另一方面，Bartik 型变量相对外生，更不易受到内生性问题的

干扰。后文将根据 Borusyak（2022）的框架详细讨论该变量的外生性假设与相关的统

计检验。

同理，表达式（7）中第三项[ ]gj( )hkjt - gj( )hkj，t-1 ，即 j 地落户政策的改变对流入 j 地

人口规模的影响，可被近似衡量为：( )hkjt - hkj，t-1 ∑r∈R-j

Inmigjr，2000
popj，2000

。其中 ( )hkjt - hkj，t-1

为 j 地在 t - 1 到 t 年间落户政策的变化，∑r∈R-j

Inmigjr，2000
popj，2000

表示在基准年份（2000 年）从

各地 r ∈ R-j 流入 j 地的人口占 j 地户籍人口的比例。

给定所构建的 Bartik 变量，本文的主回归方程为：

Δ log Ejt = β0 + β1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r∈R-j

( )hkrt - hkr，t-1
migjr，2000
popj，2000

+  β2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hkjt - hkj，t-1 ∑r∈R-j

Inmigjr，2000
popj，2000

+ δj + Γt + εjt

（8）

该回归式虽然采用一阶差分形式，但由式（6）至式（8）的推导可知，回归系数 β1 即

我们想要估计的人口流入目的地落户政策水平对流出地 j 的教育财政水平的平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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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应（公式（6）的 φ1j）①。因此，参考 Autor et al.（2013），β1 可被较为直观地解释为流

入地落户政策每变动一单位，流出地高中教育财政水平如何变化。此外，δj 和 Γt 分别

代表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εjt 为误差项。回归模型的基本识别假设为户籍政策变化

的随机性，即人口流入地是否放松落户限制不与这个地区的主要流动人口来源地的

冲击相关。例如，北京市落户政策的变动，不会受到河北省（北京市主要流动人口来

源地）的其他经济条件冲击的影响（Borusyak， 2022）。本文将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更加

详细地讨论并检验该识别假设。

参考 Autor et al.（2013）核心解释变量构造的相关设定，本文核心解释变量 Bartik
的具体计算方式为：首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方法，我们将所有县级行政单位归类

为市辖区和县。每一个地级市的所有市辖区组成市辖区区域，所有县和县级市组成县

域；然后，把全国 N 个地级市按照地级市-区域类型分类为 2N 个地区，对于每一个人口

流入地，我们利用户籍改革文本的原始数据计算出一个年度落户开放程度变化指数。

利用该指数从 t - 1 到 t 的逐期差分，即可得到 Bartik 变量的偏移部分。Bartik 变量的

份额部分，权重为基期（2000 年）由人口流出地向各流入地迁移的人口数量占流出地

总户籍人口的比重。本文构建的偏移-份额变量表示一个人口流出地受到的全国其

他地区落户政策变化的影响。主回归模型还控制了流出地对人口迁入的落户政策限

制变量和地级市-区域固定效应②。其他的控制变量包括区县人口总量、地级市 GDP、

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城市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所有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以尽

量避免后定变量的坏控制（bad control）问题，并且，除城市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这一

比例指标外，本文其他控制变量均取对数形式。对于主回归的被解释变量，本文利用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数据库，获得了每一个区县级行政区高中的生均教育经费总支出与

总收入，基于此测度县级层面教育财政状况的变化，所用数据时间段为 2007-2015 年。

（二）数据来源

1. 教育财政数据。本文所用的教育经费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数据库。

①　具体而言，在线性条件期望函数假设下，我们可以将 β1、β2 理解成异质性处理效应 φ1j、φ2j 的平均值。

②　我们在构造 Bartik 变量的偏移部分时，并没有使用区县层面的落户指数，而是计算加总到了地级市-区

域层面。原因在于：第一，对于同一个地级市而言，区和县内部可以近似看作是人口流入的同质化选择（如北京

市东城区与西城区，或者上海市杨浦区与黄浦区）；第二，在 2007-2015 年绝大多数同一城市区县内部没有出现

较为明显的落户政策差别的变化；第三，在回归分析中，当我们考虑区县至区县层面的人口流动时，绝大多数区

县的对应值会变为零，出现典型的空间经济学中的颗粒（granular）问题（Dingel and Tintelnot， 2020）。因此，为尽

量避免过多的零出现在我们的人口流动矩阵中，我们将落户指数加总到了地级市-区域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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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库涵盖了历年全国各级各类教育经费数据、行政数据，包含了各级教育主体的

教育经费收入、支出以及债务统计指标，是目前据作者所知最为全面的教育经济基础

数据库，为深入了解中国教育财政情况提供了权威而系统的数据支持。

由于区县级层面的教育经费数据自 2007 年起才被完整统计，本文申请并获取了

2007-2015 年全国各区（县）普通高中的教育财政数据，并选取生均教育经费总支出和

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我们利用数据中各区县普通高中历年的

教育经费总收入（支出）除以当年在校学生数来获得这两个指标。在后文中，我们还

依据经费来源将经费收入分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及非财政性的民办学校举办者收

入、捐赠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依据资金用途将经费支出划分为教师工资、学生

资助、学校运转、设备购置、校舍建设五类子项进行详细讨论。

2. 户籍政策指数。为了测算流入地年度落户开放程度变化的户籍指数得到

Bartik 变量的偏移部分，本文构建了区县层面的量化户籍政策指数。我们使用的原始

文本来源于北大法宝、法律之星以及各省市政府和公安部门公开发布的户籍制度改

革相关文件。在对户籍政策编码的过程中，对于部分区县的缺失文本，作者通过联系

档案馆和走访相关部门，与 Fan（2019）和西南财经大学户籍改革与移民研究项目团队

于 2021 年公开的 120 个地级市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交叉检验等方式，尽可能获取并保

证原始政策文件的完整性。最终，作者共手工收集了全国、各省份和 303 个地级以上

城市及其所辖的 2800 余个县级行政单位 2000 至 2015 年约 2000 份户籍原始文本。本

文使用层次分析法来测算县域层面的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即区县落户开放指数。层

次分析法是确定指数构建中指标权重的分析方法，主要根据不同指标的相对重要性，

两两比较后通过判断矩阵判断一致性，最后标准化为各个指标的具体权重。相比于

投影追踪模型的测算结果，层次分析法得到的指标权重具有经济含义明确和不随时

间变化等优点（孙文凯等，2020），因而更适用于本文的指标构建。具体户籍指数测算

步骤如下：第一，在梳理政策文本的基础上，借助词频统计，对全国区县层面的户籍政

策文本进行关键指标提炼，得出研究区间内的购房、技能、经商、就业和租房五大类一

级指标；第二，通过正则表达式提取户籍政策文本包含的改革力度数据；第三，参考孙

文凯等（2020）户籍开放度测算过程中的权重设定排序，进行原始数据分项指标的权

重设定；最后，通过层次分析法测算区县户籍政策指数①。

在 2000-2015 年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中，本文将不同区县的落户条件归纳为“购

①　具体户籍指数构建方式及其描述性统计等相关信息详见网站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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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技能”“经商”“就业”和“租房落户”这 5 个一

级指标，以及“购房价值”“社保年限”等 16 个二

级指标。具体条目如图 2 所示。

在层次分析法权重设定中，权重越高代表该

分项越能体现户籍开放。参考孙文凯等（2020）
和张吉鹏和卢冲（2019）的相关定义和介绍，本文

将租房即可落户视为最能体现户籍开放的落户

分类，定义为最高权重，就业落户次之，而后是经

商落户，需要技能偏向和购房才能落户的权重赋

值最低。为了验证使用区县户籍指数的合理性，

我们进行了以下分析。首先，在稳健性检验部

分，我们在相同的原始文本数据基础上，利用既

有投影追踪模型构建了另一个区县户籍指数，并

与正文使用的层次分析法构建的户籍指数相比较，发现结果基本一致。其次，我们将

本文构建的区县层面户籍指数加权平均到地级市层面，与 Fan（2019）和张吉鹏和卢冲

（2019）使用的地级市层面户籍指数进行比较，验证了不同指数间的相关性（详见网站

附录 B）。

（三）描述性统计

表 1 展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包括回归分析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

以及控制变量。所有变量均在县级行政单位层面加总平均计算。高中经费收支数据

来源于 2007-2015 年区县层面教育财政数据。财政经常性收入数据等社会经济数据

来源于 2007-2015 年各区县统计年鉴和统计局网站。跨区县人口流动、教师与生源

流失相关的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 2000、2005、2010 与 2015 年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

据。由于 2005 年数据中缺少职业三位码，教师部分仅使用了 2000、2010 和 2015 三年

的数据；有关生源流失的定义，本文参考巩阅瑄和陈涛（2022），定义县域高中生源流

失比例如下：分母为户口在某县域的高中在校生总人数；分子为户口在本县域，但是

常住地在市辖区的高中在校生数。解释变量落户政策冲击来源于 2007-2015 年户籍

指数数据。

从教育财政的角度来看，高中阶段的生均教育经费总支出与总收入在不同地区

间的差距较大。其中，生均总支出的均值为 10 092 元，标准差为 7862 元，生均总收入

的均值为 10 490 元，标准差为 8354 元。按照用途划分，绝大部分的经费用于支付教

图2　户籍指数的指标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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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被解释变量：区县高中经费收支（元）

生均教育经费总支出

生均教师工资支出

生均学生资助支出

生均学校运转支出

生均设备购置支出

生均校舍建设支出

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

生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

生均民办学校举办者收入

生均社会捐赠收入

生均事业收入

生均其他收入

被解释变量：跨区县人口流动（人）

跨区县人口流动

跨区县劳动力年龄人口数

被解释变量：区县政府财政经常性收入

财政经常性收入总值（千元）

财政经常性收入人均（元/人）

被解释变量：教师质量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教师占比（%）

教师受教育年限（年）

被解释变量：生源流失

县域高中生源流失占比（%）

解释变量

落户政策冲击（标准化后）

流入地落户政策冲击（标准化后）

控制变量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人口规模（千人）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

观测值

18 705
18 705
18 705
18 705
18 705
18 705
18 705
18 705
18 705
18 705
18 705
18 705

7654
7654

17 955
17 955

4221
4221

5239

18 705
18 705

18 705
18 705
18 705
18 705

平均值

10 091.73
5626.75

305.16
1800.24

531.92
1827.65

10 489.83
8200.02

31.25
50.27

2055.25
153.04

197.76
171.60

948 646.73
1823.72

1.18
15.01

8.6

     0
     0

1994.26
516.75

52.46
38 891.41

标准差

7862.09
4333.14

386.70
1490.72
1119.60
3824.21
8353.67
7691.57

310.82
342.26

1978.54
642.44

273.31
238.81

2029 348.22
3934.18

4.46
1.31

12.1

        1
        1

2616.11
354.38

9.67
12 063.59

最小值

936.36
403.47
   0
21.83

   0
   0

1251.75
6.73

   0
   0
   0
   0

   1
   1

3220.00
27.80

   0
   9

   0

-9.46
-7.47

222.15
30.00

0.63
16674.06

最大值

148 910.13
73 762.30
17 153.15
24466.10

64 707.96
125 226.25
149 150.47
147 610.42

14 779.18
28 763.10
66 275.51
23 895.24

      2684
      2295

71 312 401.00
43 8678.38

         50
17.50

           1

9.83
13.10

23567.70
2536.00

78.41
103 400.41

说明：县域高中生源流失占比测算过程中由于需要对分母中县级行政单位高中在校生数为 0 的

样本予以剔除，因而样本少于跨区县人口流动；部分区县财政经常性收入数据缺失，样本量因此略

少于区县高中经费收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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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薪资，其份额约占总经费支出的 60%，剩余部分主要用于学校日常运转与校舍建

设，少量用于支付学生的奖助学金、采购教学设备。按照来源划分，教育经费收入主

要来源为国家财政性经费拨款，约占经费总收入的 80%，其次为事业收入，仅有 2% 左

右的经费来源于民办学校举办者收入、社会捐款及其他经费。从师资的角度看，教师

受教育年限的均值为 15 年，标准差为 1.31 年，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高中教师接受过

高等教育。从生源的角度看，县域高中生源的流失情况在不同县域之间差距明显，县

域高中生源流失比例占比的均值达 8.6%。

四　人口流动对县中教育财政的影响

本节根据理论模型推导出的回归方程（8）考察了人口流动对落后地区县域高中

财政支出与收入的变化情况。

（一）学校经费支出

表 2 展示了流入地落户政策冲击对区县级行政单位①高中财政能力变化的影响。

基于上一章节中针对公式（8）的推导和设定的讨论，一阶差分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可以

直观地解释为水平值上的相关关系。为了进一步方便解释回归系数的大小，我们将

解释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减去均值后除以标准差），并将被解释变量中教育财政

①　狭义的县域仅包括县城，而县级行政区则是广义概念，不仅包括县和县级市，也包括地级市的市辖区等

县级行政单位。

表2 区县级行政单位高中教育经费支出变化

被解释变量：生均教育经费总支出对数（差分）

落户政策冲击

流出地落户政策

控制变量

地级市-区域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0.596**

（0.262）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18 705
0.043

（2）
-0.605**

（0.258）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8 705
0.043

（3）
-0.664**

（0.283）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8 705
0.043

说明：被解释变量在流出地层面；解释变量为流入地落户政策冲击；标准误聚类到地级市-区域

层级； *代表 p<0.1, **代表 p<0.05, ***代表 p<0.01。如无说明，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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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数值乘以 100。因此，表格中的系数 β 可以解释为 1 个标准差的落户政策变化，将

导致 β% 教育财政的变化。在添加了所有控制变量的第（3）列回归中，可以发现流入

地落户政策每放松 1 个标准差，将导致流出地高中的生均财政支出下降 0.66%。该结

果在引入其他控制变量后依然稳健。

中国的市是一个行政单位，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财政能力存在差异，城市内部市

辖区和县域也有差别。因而，表 3 进一步按城市级别分为一、二、三线城市和四、五线

城市，并将市辖区和县域也进行区分，以考察人口流入地落户政策对不同等级城市和

不同区县行政单位的高中财政能力的异质性影响。表 3 中 A 和 B 部分分别为市辖区

样本和县域样本的估计结果，而第（2）（3）列对隶属于一、二、三线城市的区县和隶属

于四、五线城市的区县，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①。结果显示，受到流入地落户政策负面

冲击的主要是四、五线城市的县域高中。流入地落户政策每放松 1 个标准差，将导致

四、五线县域高中的生均财政支出下降 1.22%。市辖区或一、二、三线城市的区县不

会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一发现表明，在城镇化加速的大背景下，落后地区县域高

①　在所有分样本仅包括县或市辖区的回归中，我们将原来的地级市-区域固定效应替换为地级市固定效

应，同时标准误聚类在地级市层面。

表3 区县级行政单位高中教育经费支出变化（按区县性质）

被解释变量：生均教育
经费总支出对数（差分）

Panel A：市辖区样本

落户政策冲击

样本量

R2

Panel B：县样本

落户政策冲击

样本量

R2

流出地落户政策冲击

控制变量

地级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1）全部城市

0.420
（0.637）

4743
0.053

-0.813***

（0.312）
13 962
0.04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2）一二三线

1.877
（1.221）

2424
0.033

0.642
（0.597）

2899
0.04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四五线

-0.244
（0.719）

2319
0.075

-1.217***

（0.337）
11 063
0.046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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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会面临更加严峻的财政压力①。

表 4 将四、五线城市的县域高中学校的总支出进一步拆分为五大部分：生均教师

工资支出、生均学生资助支出、生均学校运转支出、生均设备购置支出和生均校舍建

设支出。我们发现人口流入地落户政策放松导致的财政支出下降显著体现为高中运

转经费的下降。学校运转经费主要是指维持学校正常运转所需要购买的商品和服务

支出，比如水电费、校车运营费、耗材费、学生活动费等等。这些经费在生均层面的减

少，将大大影响学校的教学质量与正常运营②。生均学生资助出现了下降，但标准误

过大可能存在估计不准确的情况。对于生均教师工资、设备购置则没有发现明显的

负效应，可能的原因是高中教师工资与编制一般比较稳定，而设备购置多数为固定成

本支出。

表4 四五线地级市县域高中教育经费支出变化（细分支出）

被解释变量：细分的生均
教育经费支出对数（差分）

落户政策冲击

流出地落户政策冲击

控制变量

地级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教师工资

-0.0874
（0.317）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1 063
0.040

（2）
学生资助

-1.417
（1.38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1 063
0.113

（3）
学校运转

-0.983*

（0.499）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1 063
0.027

（4）
设备购置

1.375
（2.319）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1 063
0.007

（5）
校舍建设

-3.014
（2.831）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1 063
0.016

生均经费支出下降可能是由两种变化驱动的：第一，教育财政总支出下降；第二，

高中学生数量上升。虽然在县中逐渐弱势的大背景下，后者不太可能是生均经费下

降的主要原因，本文仍检验了人口流动对于教育经费总支出和县域高中生数的影响

（详见网站附表 C4）。整体上来看，本文并未发现人口流动对于高中生数变动的正向

影响。相反，对于县域，尤其是四五线城市的县域高中，其学生数量甚至明显减少。

①　进一步地，我们根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相对数量将城市划分

为净流入城市和净流出城市，进行了分组回归。结果显示，人口净流出地县的教育支出受人口流出产生显著的

负向影响，而人口净流入地和人口净流出地的市辖区不会受此影响（详见网站附表 C1）。此外，本文在附表中还

进一步给出了全国分是否贫困地区（可能受到高校招生国家专项计划的影响）、东中西部地区的异质性分析结

果（见网站附表 C2、附表 C3）。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

②　近年来有关四、五线城市学校运转经费出现困难的新闻报道时有出现，如 https：//www.bjnews.com.cn/
detail/ 1705126523169131.html；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51499146148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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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认为生均教育经费收支变化主要来源于财政收支的整体减少，即地方财政

收支保障的降低。

（二）学校经费收入

前述分析表明，流入地落户政策冲击导致县域高中的财政支出会相对下降，那么

这种支出的相对下降是由于财政状况的恶化，还是由于更有效率的成本控制呢？本

节将考察学校经费收入的变化情况。表 5 第（3）列回归表明，流入地落户政策每放松

1 个标准差，将导致流出地高中的生均财政收入下降 0.68%，与相对支出下降的幅度

几乎一致。这证明受到冲击的区县的高中相对支出下降的关键在于相对收入的下

降。表 6 进一步按学校所在区县的性质考察了冲击影响的异质性①。与财政支出的

证据相同，我们发现四、五线城市县域高中的经费收入受到的负向冲击最大。流入地

落户政策每放松 1 个标准差，将导致这些高中的生均财政收入下降 1.30%。与此相

对，一、二、三线城市的高中受到流入地落户政策冲击的强度不大。

表5 区县级行政单位高中教育经费收入变化

被解释变量：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对数（差分）

落户政策冲击

流出地落户政策冲击

控制变量

地级市-区域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0.611**

（0.297）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18 705
0.042

（2）
-0.617**

（0.293）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8 705
0.043

（3）
-0.681**

（0.30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8 705
0.043

为研究相对财政收入下降的原因，我们在表 7 中将四、五线地级市县域高中的生

均总收入拆分为五部分：生均政府财政经费收入，生均民办学校举办者收入，生均社

会捐赠，生均事业收入和生均其他收入。结果表明，县域高中教育经费收入的下降主

要是由于政府财政经费收入的下降。流入地落户政策每放松 1 个标准差，将导致这

些高中的政府财政经费收入下降 1.14%。相比较而言，民办学校举办者收入、社会捐

赠和事业收入都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这也证明落后地区县域学校财政收入下降的

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财政经费收入的下降。

①　同上文，我们进一步在附表中给出了全国分流动人口规模、是否贫困地区、东中西部地区的异质性分析

结果（见网站附表 C5、C6、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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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区县级行政单位高中教育经费收入变化（按区县性质）

被解释变量：生均教育
经费总收入对数（差分）

Panel A：市辖区样本

落户政策冲击

样本量

R2

Panel B：县样本

落户政策冲击

样本量

R2

流出地落户政策冲击

控制变量

地级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1）全部城市

0.467
（0.694）

4743
0.056

-0.851**

（0.335）
13 962
0.041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2）一二三线

0.933
（1.764）

2424
0.033
0.680

（0.542）
2899
0.04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四五线

0.0651
（0.726）

2319
0.085

-1.298***

（0.334）
11 063
0.043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表7 四五线地级市县域高中教育经费收入变化（细分收入）

被解释变量：细分的生
均教育经费收入对数

（差分）

落户政策冲击

流出地落户政策冲击

控制变量

地级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政府财政经费

-1.143***

（0.397）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1 063
0.059

（2）
民办学校

举办者收入

0.593
（1.91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1 063
0.010

（3）
社会捐赠

0.347
（1.91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1 063
0.010

（4）
事业收入

-0.799
（1.290）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1 063
0.023

（5）
其他收入

0.951
（2.051）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1 063
0.009

总体来说，通过对学校财政状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流入地落户政策的放松将

导致流出地高中生均财政状况的相对恶化，具体表现为收入和支出的相对下降。这种

冲击对于落后地区的县域高中尤为显著。县域高中的经费收入下降主要是由政府财

政经费下降导致的，而支出层面的下降则主要是由生均学校运转经费下降引起的。

（三）稳健性检验

本节主要对本文主回归所使用的 Bartik 政策冲击变量进行平衡性与稳健性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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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衡性检验。主回归中所用 Bartik 变量的构造原理是一个流出地区受到的其

他人口流入地区的落户政策的整体冲击，等于这些流入地落户政策变动的加权平均。

其 中 ，权 重 为 基 准 年 份 该 流 出 地 区 在 不 同 人 口 流 入 地 的 移 民 人 数 占 比 。 根 据

Borusyak et al.（2022）的框架，在矩条件中使用的真正工具变量为 Bartik 变量的偏移部

分，即人口流入地的落户政策变化。原始 Bartik 回归等价于对所有变量按份额加权

平均后的流入地层面回归。因此，本文主回归的核心识别假设为，流入地的落户政策

变化与其主要流动人口来源地的其他冲击无关。我们认为这个识别假设是合理的，

例如北京市政府不会因为河北省的经济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落户政策。为了进一步验

证主要识别策略的合理性，我们在 Borusyak et al.（2022）的框架下，为流入地层面混杂

变量进行了平衡性检验。根据 Xu（2022）的做法，我们将流动人口来源地层面可能存

在的混杂变量（confounder）vj
①利用份额加权加总到流入地层面，计算出 v̄r：

v̄r，t-1 =
∑j

migjr，2000
popj，2000

vj，t-1

∑j

migjr，2000
popj，2000

（9）

然后，将该加权混杂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对该人口流入地 r 的落户政策变动

(hkrt - hkr，t-1）做回归。所有混杂变量均为滞后一期的水平变量（非差分），以防止后定

变量是“渠道”而非“混杂”的问题。如果该回归系数统计不显著，则证明人口来源地

无法观测的混杂变量与人口流入地的落户政策变动无关。我们主要考察了区县层面

人口规模、财政经常性收入以及地级市层面 GDP，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第三产业从业

人员占比 5 个混杂变量，并在表 8 的 A 部分中展示了回归结果。第（1）列展示了回归

的点估计系数，第（2）列展示了对应的标准误。我们发现所有的混杂变量都与落户政

策变动无关，证明了识别假设的合理性。

2. 遗漏变量检验。第二组稳健性检验考察流出地层面的遗漏变量问题。对于主回

归而言，一个可能影响识别的因素是某些流出地的遗漏变量（一些无法观测的经济冲

击）既与流入地的落户政策变化相关，又与流出地的学校财政状况相关。为了考察是否

存在这样的遗漏变量，我们采用了 Oster 检验的方法（Oster，2017）。该方法的核心观点

在于，虽然我们无法控制观测不到的遗漏变量，但是如果在不断加入预测能力较强（能

解释相当一部分被解释变量变异）的控制变量时，估计系数保持稳定，则能在一定程度

①　Bartik 变量的混杂变量（confounders）指的是既影响被解释变量又与偏移-份额部分相关的变量。混杂

变量如果没有被控制，会导致 Bartik 变量与误差项相关，从而使估计存在偏误。



世界经济 *　2025 年第 6 期　· 239 ·

郭小琳　黄子彬　杨　宇　张子哲　赵　楠

上说明原回归不太可能有很强的遗漏变量偏误。比较表 2 与表 5 的主回归结果可以发

现，在加入控制变量前后，主要估计系数变化不大，出现较大遗漏变量偏误的可能性不

高。表 8的 B部分展示了 Oster检验的结果。该检验使用的可观测控制变量与主回归一

致，包含区县人口总量、地级市层面 GDP、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城市第三产业从业人

员占比。结果表明，Oster 检验的 δ 值在两个不同的主回归被解释变量下均远大于门槛

值 1，证明遗漏变量相对于可观测控制变量来说很重要，才能使估计结果被抹平为零。

同时，Oster检验的β检验置信区间不包括零值。因此，主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8 稳健性检验

A： 平衡性检验：流出地层面加权混杂变量

人口流出地层面的混杂变量

人口规模

地区生产总值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财政经常性收入

B： Oster 检验

被解释变量

Oster 检验值（δ 值）

Oster 检验值（β检验区间）

（1）点估计

-20.19
2.447
6.353

-0.845
-10.77

生均教育经费总支出

3.782
（-0.664， -0.627）

（2）标准误

（19.07）
（23.99）
（36.06）

（1.91）
（39.75）

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

2.141
（-0.681， -0.468）

说明：Panel A 中除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外，其他变量均取对数；Panel B 中被解释变量取对数

差分。

3. 反向因果讨论。主回归中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流入地落户政策放宽导致流出地

流出人口增多，我们需要排除这一逻辑链条存在反向因果的问题。首先，本文使用的

学校层面经费数据年份为 2007-2015 年。在这段时间内，国家自上而下多次发文强

调放开放宽中小城市的落户条件。例如，2011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

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对设区的市和县级市分类明确了户口迁移政策调整要求。

2014 年，国务院进一步发文要求建制镇、小城市全面放开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群

体的落户条件，对人口流入较多的特大城市虽然有所调整，但基本要求仍然是“严格

控制”。基于以上中央政策推出的脉络进行推测，本文的数据期间内，地方户籍制度

改革的政策调整很多情况下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要求，而不是地方政府为了让已经流

入的人口能够落户而被动做的改革。其次，如果地方政府因为流动人口存量较多而

被动地放松户籍限制为其落户，那么将对本文流入地户籍政策的外生性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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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现实观察来看，这段时间内，人口流入最多的地区反而多为户籍改革最保守

的地区（例如特大型城市）。我们绘制了以 2000 年（初始基期）地级市-区域层面流动

人口数量对数值为横轴，2000-2015 年户籍改革指数变化值为纵轴的散点图，发现两

者没有呈现正相关关系①。因此，反向因果问题在本文的分析中并不严重。

4. 其他稳健性检验。我们还进行了其他有关识别策略的稳健性检验。首先，由

于被解释变量数据在区县层面，我们进一步控制了区县层面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作

为稳健性检验（正文主回归中我们控制了地级市-区域层面的固定效应，详见网站附

表 C8 至 C11 的 A 部分）。结果表明，使用区县层面固定效应的回归与主回归的影响方

向、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大致相同。第二，尽管我们在构建指数时采用的层次分析法

更能综合体现政策文本的逻辑和具体细节（孙文凯等，2020；陈媛媛等，2024），为了避

免指数测算的主观性对研究结果可能造成的偏差，我们采用文献中另一种常用的客

观权重赋值的投影追踪方法（张吉鹏和卢冲，2019）对户籍指数进行了重新测算，并利

用这个新的指数对主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详见网站附表 C8 至 C11 的 B 部

分）。结果表明，无论使用层次分析法还是投影追踪法来构建户籍指数，都不会影响

我们的结论。第三，由于教育财政数据中，新疆、西藏的统计资料存在部分缺失，本文

在正文中未计入上述两省份，我们纳入两省份数据进行回归，结果与主回归基本一致

（详见网站附表 C8 至 C11 的 C 部分）。第四，撤点并校的政策变化如果与流出地城市

教育经费收支减少有关，那么未考虑这一因素可能导致遗漏变量问题。我们以高中

学校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没有发现人口流动对高中学校数量产生了显著影响

（详见网站附表 C12 第（1）列）。此外，我们也尝试在主回归的基础上控制了滞后三期

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数量和当地高中学校数量，结果与主回归基本一致。②

五　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讨论

本文的基准结果表明，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人口流出扩大了流出地县域高中与流

入地高中的财政经费差距。本节将进一步对主回归结果的机制进行检验。参考张熠

等（2023）的研究，我们采用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指标以及地方财政收支作为被解释变

①　详见网站附录 A 图 A1。此外，限于篇幅，本文在附录 A 中对反向因果问题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论证。

②　详见网站附表 C12 第（2）列和第（3）列。此外，因为撤点并校本身可能是核心自变量人口流动带来的结

果，这就会导致坏的控制变量（bad control），因而本文未在主回归中加入这两项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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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据此检验人口流入地的户籍放宽是否导致了更多的劳

动力流动，以及人口流动对流出地财政收支的影响。

1. 劳动力区域间再配置。迁移的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成本，就会导致劳动力流

动。包含多维度要求的流入地户籍政策放宽，实际上意味着包括购房、社保、教育

等一揽子商品价格的变化，从而带来迁移成本的降低。这有可能成为人口流动的

“加速器”。表 9 第（1）列发现落户政策带来的冲击会直接加速流出地人口流出。这

种流出不仅包含了总人口的流出，同时还包含了劳动年龄人口（16-65 岁）的流出。

表 9 第（2）列显示，流入地落户政策每放松 1 个标准差，将导致流出地劳动年龄人口

迁出增加 5.61%①。此外，流入地户籍放宽还提高了流出地的抚养比（详见网站附表

C14）。

2. 地方财政收支变化。人口的流出，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流出，会降低人口流

出地的经济集聚与公共服务效率，使流出地损失了劳动者可能贡献的税收和社会保

障缴费，进而对财政收入产生影响。表 9 第（3）和（4）列结果显示，无论是人口流出地

的财政经常性收入总值还是人均财政经常性收入都明显下降。 
基于以上机制探索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学校从政府获得的财政经费

收入下降的重要原因是流入地落户政策放宽导致人口流出。人口的流出一方面降低

生产集聚效应，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降（Ahlfeldt et al.，2015；Duranton and Puga，

2020）；另一方面增加公共产品人均固定成本（或可能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教育财政支

出激励），这就产生了对生均教育公共财政收入的负外部效应。这种负外部效应迫使

县域高中减少它们的生均运转经费，使得其与发达地区市辖区高中的差距进一步拉

大。县级行政单位教育收入下降的另一个可能解释是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变化。在

流出移民未对家乡的税收收入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流出地抚养比增加，社会公共支

出压力提高。这使得人口流出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支出的激励，加

剧财政负外部性，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检验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畴，未来值得进一步

探索。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证实了人口流出对于地方政府收入和教育财政收入带

来的负面影响。

①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流入地落户政策放宽可能直接导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落户难度降低，这部

分跨区县的流动人口就未被包含在本文的跨区县流动人口之中，可能造成机制分析结果的低估。我们在网站

附表 C13 中给出了“跨区县外出人口加跨省份落户人口”作为因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加入落户人口后显

著性不变，系数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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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地方劳动力和区县财政经常性收入变化

被解释变量
（对数取差分）

落户政策冲击

流出地落户政策冲击

控制变量

地级市-区域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跨区县外出

人口数

6.106**

（2.645）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7654
0.782

（2）
跨区县外出劳动

年龄人口数

5.605**

（2.431）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7654
0.802

（3）
区县政府财政

经常性收入总值

-1.169**

（0.472）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7 955
0.056

（4）
人均区县政府

财政经常性收入

-1.141**

（0.486）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7 955
0.058

说明：跨区县外出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数据来源于 2000、2005、2010 与 2015 年全国人口普查微

观数据；区县政府财政经常性收入数据来源于 2007-2015 年区县教育财政数据。

（二）县中影响的其他表现

在机制讨论中，我们发现人口流动对流出地财政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可能导致留

在相对落后地区的人口进一步发生迁移，使得人口流出地的教育资源更加恶化。除了

教育财政能力降低外，本节进一步分析了人口流出地的两个与其相伴而生的现象，县

域中学教师质量变化与学生的流失。他们既是县中衰落的原因，也是县中衰落的结

果。城镇化进程中教师、学生和其他劳动力的离开削弱了县中的财政，降低了县中的

教育质量，然后进一步推动更多的教师与学生离开，最终形成了县中塌陷的恶性循环。

1. 教师流失。流入地的落户政策除了会通过公共财政负外部效应影响落后地区

县域高中，也可能通过吸引高技能青年教师迁移导致县域高中的师资力量相对受到

削弱。我们使用了 2000、2010 和 2015 年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并定义中学教师为

“在人口普查的职业问卷中选择初中、高中、中专、职业中学、技工学校和其他中等教

育的人”。之所以没有将 2005 年数据纳入分析样本，是因为当年普查数据缺乏三位

数职业代码资料。为了方便解释因果效应强度，我们同样将解释变量进行了标准化

处理（减去均值后除以标准差），并将第一个被解释变量（研究生以上比例）的数值乘

以 100。表 10 第（1）（2）列的结果显示，流入地落户政策每放松 1 个标准差，将导致流

出地中学教师研究生以上比例下降 0.18 个百分点，平均受教育年限下降 0.08 年。根

据描述性统计（表 1）中的均值，流入地落户政策每放松 1 个标准差，将导致流出地中

学教师研究生以上比例下降 14.83%，平均受教育年限下降 0.53%。由于普查数据的

限制和教师这一群体具有一定的落户便利性，本文未进一步探究教师质量变化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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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但是，无论是高学历教师不愿前往落后地区县域，还是县中优质教师资源流失，

都是县域高中发展负向影响的直接证据。

2. 学生流失。表 10 第（3）列表明，流入地落户政策每放松 1 个标准差，将导致流出

地县域高中生源流失比例上升 0.61 个百分点。表 C15 按照县域所属地级市性质分别

回归（见网站），发现流入地落户政策冲击主要是影响四、五线地级市所属县域，与财政

情况和教师流动分析的结论一致。流入地落户政策每放松 1 个标准差，将导致四、五

线地级市县域高中生源流失比例上升 0.74 个百分点。上述结果表明，县域高中在城镇

化的进程中会受到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很多学生会跟随父母一同外出，前往迁移目

的地上学；另一方面，人口流失带来的财政支持力度的下降、教师资源的流失，将导致

教育质量下滑，进而进一步使得学生不愿意留在人口流出地的高中上学。在没有针对

性政策干预的情况下，这样的恶性循环可能会使得县中塌陷现象愈加严重。

表10 区县级行政单位教师质量和学生流动

被解释变量（均取差分）

落户政策冲击

本地落户政策冲击

控制变量

地级市-区域固定效应

地级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研究生以上比例

-0.175*

（0.099）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4221
0.131

（2）
平均受教育年限

-0.076*

（0.039）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4221
0.117

（3）
县域高中生源流失比例

0.614**

（0.308）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5238
0.331

说明：第（1）和（2）列标准误聚类到地级市-区域层面，第（3）列标准误聚类到地级市层面。

六　结论和启示

户籍制度的改革和人口流动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从总体和长期视

角来看，人口流动优化了劳动力和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了全国范围内人力资本的合

理流动与积累。落户门槛的放宽为流入地带来了充足的高素质劳动力，增强了城市

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相关的政策优化也逐步为随迁子女提供更多在流入地接受高

质量教育的机会。在这一城镇化进程当中，本文关注人口流出地特别是县域地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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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教育发展上面临的短期挑战。人口流动使得流出地劳动力和税基减少，导致地

方财政能力削弱。在“以县为主”的教育经费体制下，县域高中教育的资源配置和发

展在转型期间可能面临一些困难。

本文采用县级教育财政数据，利用人口流入地户籍政策变化的外生冲击，构建了

一个 Bartik 形式的政策冲击变量，用以识别人口流动对县域高中发展的因果影响。

本文发现，人口流入地的户籍政策放宽降低了流出地县域高中经费支出和收入，拉大

了县域与市辖区高中的财政差距，从而降低了县域学校相对教育质量。进一步研究

发现，人口流失引起学校财政差距的相对扩大，也伴随着所在县域学生生源流失与教

师资源流失。解决县中发展问题的长期手段是进一步放宽流入地户籍制度，为流入

地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提供相对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提高其受教育质量。而在短

期内，在大城市公共资源有限、扩容尚需时间的情况下，为实现区域间教育资源优质

均衡发展，我们必须重视并解决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教育质量差距扩大的问题。本

文研究为理解城镇化进程中的县域高中教育供给质量、实现更高质量的教育公平和

区域教育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经验证据，所得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含义：

第一，在顶层设计中，可将县中纳入地级市甚至更高级别政府的统筹管理范围，

提升县中的管辖级别。由于教育的规模效应，人口流出地的县级政府压缩教育成本

的行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提升经济效率和理性决策的结果。但是，正如本文发

现，县中困境的成因和潜在的生源教师流失后果，都不仅仅是县域本身导致和独自面

临的，这就要求在目前“以县为主”的教育投入体制难以很好地统筹县中振兴重任的

现实情况下，积极探索建立以地级市为主的办学管理体制，以地级市统筹谋划市域内

县中和城区普通高中发展。部分中小城市，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县域教育，甚至可以

考虑由省级财政进行统筹。

第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人口流出地县域城镇化的政策保障。从长期角度

考虑，解决人口流动带来的教育空间不平等的关键政策是放松落户限制，对流入地的

流动人口开放公立学校，促进人口自由流动，使更多人享受到常住地优质的基础教育

资源。但是在短期之中，人口流入地可能无法及时提供足够的学位。因此，在户籍制

度改革深化过程中，需要关注完善人口流出地的政策保障措施，通过上级政府转移支

付等配套政策安排，减少人口流出地和人口流入地面临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差距，

让欠发达地区的受教育群体能够获得与发达地区较为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缓解人口

流出带来的短期不利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为了改善县中办学条件，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例如“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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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2012）”、“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方案（2019）”“调控违规跨区域掐尖招生（2021）”“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

教师定向培养计划（2021）”的行动方案，在减少生源流失、补充优秀教师资源等方面

支持县中发展，且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相关政策的效果和影响值得未来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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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High Schools

Guo Xiaolin; Huang Zibin; Yang Yu; Zhang Zizhe; Zhao Nan

Abstract: The reform of Chin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ukou) system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shaping urbanisation, significantly contributing to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re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 particularly in education. Against this backdrop of deepening urba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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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ing balanced educational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fostering high-quality education have become 

imperative. These goals are critical not only for advancing educational equity and optimising financial 

allocations but also for ens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high schools and narrow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education quality. This paper utilizes nationwide micro-level administrative data on 

education finance and exogenous changes in Hukou policie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high schools.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relaxed hukou restrictions in destination 

cities reduce both expenditures and revenues for county-level schools in outflow areas. These financial 

adjustments stem primarily from interregional labour reallocation and constrained local fiscal budgets.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deteriorating school finances trigger a loss of local teachers and students ‒ a 

dual consequence of outmigration (directly driven by hukou liberalisation) and declining educational 

quality (amplified by fiscal disparities). This dynamic traps rural schools in a self-perpetuating cycle of 

educational disadvantage.

This study makes three key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First, it provides the first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hallenges facing rural high schools. By using the exogenous policy shock of hukou 

liberalisation policies and employing a Bartik-style variable to identify causal effects. Second, this paper 

supplements the literature on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educational outcomes. We find that population 

outflow weakens the fiscal capacity of outflow areas, reduces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and widens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gap between outflow and inflow areas. Third, this study extends the research on 

hukou reform consequences beyond firm- and household-level analyses to reveal systemic impacts on 

educational resource allocation. Methodologically, the use of detailed county-level education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ve data offers novel insights into how resource disparities perpetuate the challenges 

confronting rural high schools.

This study’s findings suggest a dual-path approach to addressing rural high education challenges. In 

the long term, comprehensive hukou system liberalisation in urban receiving areas remains crucial for 

ensuring equitable educational access for migrant children. However, given current fiscal constraints in 

destination regions, policy priorities should focus on mitigating the growing educational quality divide 

between sending and receiving areas. The analysis provides robus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i) understanding rural education quality during rapid urbanisation, (ii) formulating strategies for 

enhanced educational equity, and (iii) guid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unty-level education 

systems.

Key words: hukou policy, population mobility, rural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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